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法律机制生成的 IL － IR 实证分析
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并推动了现代国际环境法诞生和发展演进。非政府组织 ( 尤其美国非
政府组织) 施压促成了 1972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2〕 250 多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参加了这次人类环境会议，表达了具有共同价值、知识和利益的环境选民 ( constituencies) 诉
求。自此以后，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多，参与越来越广泛，影响越来越普遍。1500 多个非政
府组织被认可参与了 1992 年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3〕 3200 多个非政府组织被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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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文件，游说各国代表，举行非政府组织平行论坛，为小国参与环境谈判提供资金支持和立场设
定，有时甚至为环境谈判提供决议草案或者条约草案文本。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广泛影响了国际环
境谈判的过程 ( 例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东京议定书》谈判等) ，有时甚至直接
影响国际环境谈判的结果 ( 例如《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 。〔5〕
从实证国际法学来看，尽管非政府组织是否享有正式的国际法主体 ( subject) 人格 ( legal
personality) 仍然存有争议，但是，非政府组织作为国际法行为体 ( actor) 广泛参与包括国际环
境法在内国际法诸领域的政策制定和立法过程，却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
( ECOSOC) 框架下，ECOSOC 基于 1945 年 《联合国宪章》第 71 条的规定，分别于 1950 年、
1968 年和 1996 年通过并审议更新了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咨商安排决议，非政府组织据此可以
参与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框架下的环境会议决策和立法谈判过程。1973 年 《国际濒危野生动植物
物种贸易公约》 ( 以下简称 CITES 公约) 第 11 条第 7 款规定，”凡属于如下各类在技术上有能力
保护、保持或管理野生动植物的机构或组织，经通知秘书处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者，应接受
其参加会议，除非三分之一或以上成员国反对: ( 1) 政府或非政府的国际机构或组织、国家政
府机构和组织; ( 2) 为此目的被所在国批准而设立的各国非政府机构或组织。一经认可，观察
员即应 ( shall) 有权参加会议，但无表决权。”自此以后，现代多边环境协定一般都规定，任何
机构或者组织，无论国内的或者国际的，也无论政府的或非政府的，如果在相关领域具有资格，
并向秘书处声明有意以观察员身份出席缔约国会议，则除非有至少 1 /3 的出席缔约国表示反对，
























See Michele M． Betsill and Elisabeth Corell，supra note〔2〕．
See Kal Raustiala，“The ＇Participatory Revolution＇ i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21Harv． Envtl． L． Rev． 537 ( 1997 ) ，
pp． 543 － 551．
See Peter J． Spiro，“Non －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Civil Society”，in Daniel Bodansky，Jutta Brunnée and Ellen Hey
( eds． )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 775 － 778; Anne － Marie Slaugh-
ter，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85 Recueil des Cours 9 ( 2000)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2001，pp． 105 － 112．
See Kal Raustiala，“States，NGOs，and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nstitutions”，41 Int＇l． Stud． Q． 719 ( 1997) ，pp． 719 －
740; Anne － Marie Slaughter，supra note〔7〕，pp． 101 － 105．































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在本公约生效后，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筹组一秘书处; 在他认为
合适的方式和范围内，可取得在技术上有能力保护、保持和管理野生动植物方面的政府间的或非
政府的、国际的或国家的适当机构和组织的协助。1998 年欧洲经济委员会 《在环境问题上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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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法的实施及其监督过程。经验数据表明，在 1971 年 《关于特别是作为水禽栖息地的国际重
要湿地公约》 ( 简称拉姆萨公约) 、1972 年 《世界遗产公约》、1979 年 《迁徙物种公约》、1989
年《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公约》 ( 简称巴塞尔公约) 、1983 年 《国际热带木材协定》
等公约的实施及其监督方面，非政府组织都与公约秘书处建立了联系，并且正式或非正式地向秘
书处提交缔约国履行公约义务的情况。〔13〕 绿色和平有效地促进了 1972 年《防止倾倒废弃物及其
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 简称伦敦公约) 的实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 IUCN) 单独或合作履
行了拉姆萨公约秘书处的职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直到 1984 年为 CITES 公约提供了秘书处职能，
世界自然基金、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组成的野生动物贸易监督网络 ( TRAFFIC) 与 CITES 公约
秘书处密切合作向其提供濒危野生动植物贸易数据。〔14〕 截止 2011 年 6 月 24 日，世界银行核查
小组已经收到了 76 个申诉请求。奥胡斯公约设立了独特的独立专家组成的遵约委员会 (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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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非政府组织以合法性 ( 正当性) ，为非政府组织批评和反对国内政府的环境违约行为提供了
政治杠杆，环境协定秘书处收集和公布的国家履约报告为非政府组织批评和敦促国内政府切实履
行环境协定提供了信息支援，从而便利了非政府组织监督国内政府履行环境协定。〔17〕












私混合型非政府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开发和实施的环境管理体系 14000 系列，为有
意实施环境管理体系的任何组织提供了自愿性质的国际环境标准，尤其是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标
准已被广泛用于第三方环境认证。ISO 于 2010 年发布了社会责任指南 ISO26000，其中第 6． 5 节
规定了环境社会责任的原则 ( 例如环境责任原则、风险预防原则、风险管理原则、污染者付费
原则) 和考虑因素，规定了污染防止、资源可持续利用、气候变化减排和适应、环境保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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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没有任何实质性影响 ( 现实主义和国家间建构主义) ，或者认为非政府组织只能通过影响和改






















在个案实证层面，对环境负责任的经济体联盟 ( CERES) 及其开发的全球报告倡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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